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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导言

清华大学　 刘　 蔷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其中有相当多的优秀传统

文化精神财富是以经典文献的形式记录并传承的。 而出版与收藏正是这

些经典文献得以世代相传的两个重要环节。 以造纸、活字印刷为代表的

技术革新,既是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也成为我国古代出版业

长期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基础。 同时,历朝历代官方或私人重视收藏的传

统,使中华典籍不断累积,历久弥新。 而且出版与收藏二者之间还有或多

或少的关联,比如出版者以稀见藏书为底本付梓流通,使珍本再度化身亿

万,嘉惠学林。 我理解,本期《文献》杂志以“出版与收藏”为题命名专刊,
应当体现了编辑团队类似的思考。

本期共刊发十篇文章,既有对出版或收藏的个案研究,也有对这两个

环节隐含联系的勾勒与揭示。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对出版活动的研究,计有四篇,上起中国早期(五代)雕版印刷

实践,下至清代官刻本最后的辉煌,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意义非比寻常。
后蜀宰相毋昭裔主持板刻《九经》之事,明确见载于司马光《资治通

鉴》,这一说法在《通鉴》系列书籍如宋《通鉴纲目》、明《资治通鉴补》、清
《通鉴辑览》中被广为传录,宋代史料笔记也多有引用。 明清以来,每当

追溯古代刻书历史,都对此深信不疑。 至民国时期,王国维早年未见《资

治通鉴》记载,曾对毋昭裔板印《九经》有所怀疑,当看到《通鉴》记载后由

疑惑转而肯定。 此后出版的中国书史、印刷史相关著作或沿袭旧说,或避

而不谈,一直未见对此说的分析思考。 此说关乎雕版印刷源流、蜀地文化

史以及儒家经典刊刻起始,确有必要对材料做一番全面梳理,以廓清混

淆。 王媛《毋昭裔板刻〈九经〉质疑》一文搜集宋人的相关记载,辨析“毋

昭裔板刻《九经》”之说的来源,又结合五代两宋监本、蜀石经的刊刻,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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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毋昭裔板刻《九经》并非史实,只是主持石刻《九经》的讹传。 文章进一

步对王明清《挥麈录》中后唐刊刻《九经》为仿毋昭裔本制作的记载加以

考辨,证实蜀石经与五代监本均以唐石经为底本,彼此并非相互沿用的关

系,这更加说明历史上不存在毋昭裔仿五代监本刊刻《九经》之事。 文章

没有引入对现存上海图书馆、日本静嘉堂的几部宋刻大字本经书等版本

实物的研究成果,而是以对传世文献记载的辨析为主,史料搜集丰富完

备,厘清了误说由来,对早期雕版印刷的既有认知有修正之功。
金山钱氏连绵百年从事刻书事业,“钱氏一族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中国出版史》上的短短一句话,展现了这个书香世家的刻书

功绩。 据唐昱霄和钱氏后人钱基敏所著《一个书香世家的千年回眸:金
山钱氏家族史》(文汇出版社,2017 年)统计,家族五代十九人共校刊一千

余卷图书,涵盖经学、小学、舆地、掌故、笔记、小说、天文、历算、诗文乃至

西学等各类不同主题,包罗万象。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清道光间

钱熙祚辑刻《守山阁丛书》《珠丛别录》《指海》与钱熙辅辑刻《艺海珠尘》
四部规模较大的丛书,而这四部丛书的校刻,都与钱熙祚之弟钱熙泰与名

士张文虎三上杭州文澜阁访书有密切关系。 谢辉《钱熙泰、张文虎文澜

阁访书考略———以〈钱鲈香先生笔记〉为中心》一文首次充分发掘钱熙泰

《钱鲈香先生笔记》的文献价值,对于钱氏和张氏三次到访文澜阁抄阅

《四库全书》的历史细节,钱张两氏共同记述同一件事情的异同,尤其是

钱氏家刻丛书的重要影响,都有论述。 对于咸丰年间的文澜阁及阁书的

借抄、利用,钱氏刻书底本来源,阁本校对价值等等,都作了客观的分析和

探究。 钱张二氏的抄书之举是在文澜阁被毁之前,其抄录并刻入丛书的

品种,很可能反映了阁本的原貌,文中对阁本校勘价值的论述,于四库学

研究亦有裨益。
近年来大量清人日记的发掘为出版史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主持刊

刻者的日记往往直接记录了一部书籍从收集和抄写书稿、校对、写样、雕
版、印刷、流通的完整出版过程,而出版过程中形成的多种实物,如与底本

相关的抄本、刊刻者的批校本、不同时期的多种印本,都可以与出版者日

记相互对照,印证和揭示书籍出版的各个环节,构成可深入探索出版史的

“出版文献”。 刘昊《稿本〈柳树芳日记〉 所见〈陆清献公日记〉 出版过

程———兼与现存出版实物的比较》一文便是利用这些出版文献做对照研

究的出色例证。 作者利用苏州博物馆藏《柳树芳日记》稿本大致还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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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吴江柳树芳刊刻陆陇其《陆清献公日记》十卷本的过程,并以柳

树芳批校本、《陆清献公日记》姚椿批校本、姚椿弟姚楗抄本和其他印本

实物比较佐证,再现了陆氏日记的编刊、流通情况。 陆陇其是清代学者中

从祀孔庙第一人,以醇儒著称,他的日记出版是其影响扩大的重要推动因

素。 围绕日记出版,吴江一带文人学者多有参与,书出版后以赠送方式流

通,也显示了书籍在江南文化发达地区于文人交往中的意义。 作者根据

柳氏日记判断存世版本的初印、后印之别,以及刊刻时间与刷印时间之交

叠,对杨成凯、郭立暄的“一个版本”“印本”等概念加以过程性分析,这些

研究也为今后中国古籍版本学中的相关界定提供了更为全面的例证。
晚清官书局是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地方官方出版机构,曾经承担着

振兴文教、传承儒家经典的历史重任,“局本”风行一时,成就了古代官刻

事业的最后辉煌。 学界既有研究多集中于晚清时段,而胡培培《民国时

期晚清官书局刻本的印刷与流通》则聚焦于官书局刻本、印本在民国时

期的再印情况,由此涉及民国时期学术文化发展的种种面向。 文章在学

术史回顾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售书目录以及文人书单、日记信件等,
对局本再刻及印行、发售的情况作了全面考察。 尤以对文人书单的搜集

与分析,视角新颖,论证有力。 通过局本与民营书局(如中华书局)所出

古籍售价及营销策略的比较,生动说明局本的受众范围及其生存境遇,颇
具学术史与文化史的眼光。

其二是对收藏活动的研究,计有五篇,涉及官府藏书印、私人藏书售

归公藏、学者搜购专藏等不同内容。 赵晶《“都省书画之印”新考———兼

谈“礼部评验书画关防”的时代》对两方印章的时代做出新的论断,推翻

了原来学界公认为元代官方藏印的认识;指出这两方明初官印的使用可

能与拨付相关典籍类藏品给大本堂或秘书监等机构有关,随着中书省、礼
部书画库、大本堂、秘书监的先后废止,相关典籍归翰林院保管,二印在洪

武十三年后均不再使用。 这些结论也为以后判断带有相关钤印的碑帖拓

本、法书墨迹和绘画册页的创作年代提供了更准确的时间坐标。 陈玉兰、
张文娴《王韬“置书英京博物院”事件考论》一文利用英国国家图书馆购

书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对王韬向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出售汉籍之事作了细

致入微的考察,论证周密,逻辑清晰。 王韬是早期西学东渐的代表人物,
置书事件则是近代汉籍西传的著名事件,文章对其意义的评价恰如其分,
公允客观。 林振岳《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考略》根据日记、书札、书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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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考察姚氏藏书聚散始末,藏书最终售归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时被拨

交,是今国家图书馆最早入藏的一批善本。 梁帅《朱希祖藏曲活动考

论———兼谈国立北平图书馆早期的戏曲入藏》聚焦于学界较少留意的郦

亭藏曲,考察其来源、搜购过程和 1932
 

年与朱氏所藏昇平署文献一同悉

数售予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经过。 这批曲本极大提升了平馆所藏戏曲文献

的规模与质量。 唐雪康《天津图书馆藏周季木未刊石刻稿本五种考论》
披露清末民国间重要的金石学家、收藏家周季木的五种稿本,周季木为周

叔弢先生四弟,因去世早而少为学界关注。 这批材料罕为人知,受益于近

年来开展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重新进入学界视野;文中讨论的问题

也颇有新意,对开拓石学研究富有启发性。
其三是兼及出版与收藏的研究,计有一篇,即莫俊《论中国古籍钤印

的分类》一文。 作者注意到古籍实物上的钤印,其实大都产生于出版与

收藏两个阶段,将其按功能分为“出版印”和“流传印”两大类目,尝试重

新构建古籍钤印的分类体系。 作者对藏书印素有研究,十余年来发表了

多篇文章,提出将藏书印替换为“古籍钤印”这一概念,应该是深思熟虑

后的认识。 文中有丰富的例证,整体思路也比较清晰,非长期研究古籍钤

印者不能为。 学界有关古籍钤印的研究成果众多,作者对前人的研究批

判性吸纳,后出转精,力图将古籍钤印整理工作系统化,分类科学化,以期

建立更好的古籍钤印著录方法,做出了相当有益的探索。
本期刊物出版的时间,正值国家图书馆馆庆(每年 9 月 9 日)周期,专

刊中林振岳、梁帅二文都谈到了该馆成立早期馆藏古籍善本建设的话题。
不出意外的是,两篇文章都让我们隐约看到了前辈们当年为此忙碌的身

影,特别是赵万里先生。 遗憾的是,由于论题的设定,文章没有对赵先生

的工作延展叙述。 明年是赵万里先生诞辰 120 周年,赵先生对国图善本

的入藏和整理厥功至伟,学林多受嘉惠,期待有更多细节得以揭示,令后

人记取前辈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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